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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体制与社会的结合点,乡镇基层政府面临着人事刚性约束与治理责任

扩张的结构性压力。 本文从组织的稳定性和适应性两个维度,探讨基层自主性扩张

的两种基本形态:横向扩张依托于市场化用工,提升组织规模和分工水平,以稳定的

组织结构应对治理压力;纵向扩张通过群众动员,建立派生型组织,借助其社会资源

提升组织的社会适应性。 在城乡不同治理情境下,资源禀赋、事务类型和治理目标

差别影响着基层自主性的扩张路径:在经济资源充足、利益冲突型占主导,注重高速

经济发展的城市地区基层,横向扩张有助于构建稳定的科层组织体系,以应对复杂

的社会事务;在社会关系资源丰富、琐事纠纷普遍,以维持乡村社会秩序为目标的乡

村地区基层,纵向扩张有助于提升组织适应性,强化政府的影响力。 自主性横向、纵
向扩张,实际上是基层政府因地制宜优化体制、创新机制的结果。 基层自主性是治

理有效的关键,应当适度保留基层政府灵活调整体制、机制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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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快速变化、调整,各种新事物不断涌

现。 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基层治理是国

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政府处在体制与社会的结合点,直接面对着复杂多变的社会。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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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特殊的情境对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然而,在治理的

实践过程中,基层政府却面临着人事刚性约束加剧与治理责任扩张的结构性压力。
人是最宝贵的治理资源,基层政府人员不足是一种治理常态。 基层刚性的人事

约束,主要表现在编制控制和激励不足两个方面。 一方面,以“三定”方案为代表的

编制管理,严格控制着基层政府的规模。 198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

“三定”方案,要求定职能、定机构、定人员编制。 这一方案在后来历次机构改革中得

到延续和贯彻,“精简、统一、高效”构成我国机构编制管理的基本原则。 尽管编制控

制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各级政府出现机关机构膨胀、人员编制混乱、行政效率低下等

问题,但是编制增长缓慢无法与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

了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 另一方面,基层激励手段相对匮乏,部分干部群体面临着

激励不足的困境。 在政治激励方面,基层干部的政治晋升空间狭小,晋升机会的适

用范围有限,通常难以覆盖事业编和编外用工;而经济激励,则高度依赖于地方经济

发展的条件。 十八大以来,政府人员的福利待遇不断受到约束和规范,经济激励效

果有所降低。 激励措施的不足导致大量有能力的乡镇“中坚干部”工作积极性不高,
“职业倦怠”(田孟,2020)现象较为普遍。 有限的人力资源无法匹配有效的激励手

段,基层人事的困境进一步加重。
与此同时,我国基层政府“权责利”不匹配的问题一直较为突出。 “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常被用来形容基层面临的压力。 近年来,基层治理责任进一步增加,
具体表现在工作数量增多、压力增大和规范程度提升、属地责任泛化三方面。 首先,
在治理理念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转变的过程中,政府体系内常

规的行政事务、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以及条线部门的创新工作同时增多,大量自上

而下的任务大幅增加了基层政府的治理压力。 其次,基层工作推动的强度和规范化

程度持续提高。 为配合各项工作的落实,上级督查、考核的强度越来越大,纪委也逐

渐参与到具体治理过程,由监督后置逐渐转向了监督前置。 在强压力考核和监督下

乡的情况下,基层政府遭遇了治理效率与治理规范的双重挤压。 最后,属地责任日

趋泛化,基层政府的责任边界持续扩张。 在实践中,由于条块关系的复杂性,属地管

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责任落实和追究机制,“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演化为
 

“责任属

地”与“基层兜底”(颜昌武和许丹敏,2021)。 同时,随着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工作

重要性的提升,基层“一票否决”的事项也越来越多,属地责任从信访延伸到了各个

方面,以“甩锅”为目的的属地责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泛化现象。 治理责任从上至下

转移,构成基层政府的沉重负担。
简言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事刚性约束增强与治理责任增加同时出

现,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 人事刚性约束是基层政府自主性的

“紧箍咒”。 在此情况下,基层政府如何应对人事不足的压力,强化自主影响力和控

制力? 不同区域之间的路径是否存在差别? 不同路径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本文聚

焦于基层政府如何从人事策略的角度实现基层自主性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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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层自主性扩张:
 

一个研究框架

(一)
 

基层自主性的含义

　 　 组织自主性,通常包含独立性和主动性两个方面。 独立性意味着,一个组织区

别于其他组织,具有独立的利益诉求;主动性主要包含着组织通过自主决策、自主管

理,实现自身意志的能力。 现有研究中,组织自主性在不同层面得到了关注。 “国家

自主性”是国家理论中的重要议题。 国家自主性意指,国家在制定和实施其具体的

政策和追求国家目标的过程之中,具有超越特定社会部门、群体或阶层的自主性,具
有独立的利益诉求和自主行动逻辑(肖文明,2017)。 在国家自主性之下,地方自主

性是政府自身偏好以及制度环境所赋予的激励结构和约束机制的复合驱动(董明,
2011),它内嵌于科层组织与地方社会系统之中。 张静指出:“基层政权相对于中央

权威也并非是被动的,他们已经营造了相当的(非法律权利意义上的)‘自主’活动空

间,他们的社会位置及利益构成,无论相对国家权力还是社会权力的发展,都具有相

当的竞争性意义。 基层政权多利用上下两边的名义给对方增加压力,但并非是站在

两者利益的某一边。”(张静,2007)
简言之,基层自主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代表着一种不可被任何群体或个人所

独占的集体利益;二是地方政府与基层组织能动地利用一切条件合理地扩展自身权

益的能力(熊万胜,2010)。 前者强调利益的独立性,后者则强调基层政府的主动性。
在此定义下,基层自主性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可以表现为基层治理实践的策略主义

(欧阳静,2011),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基层政府调整体制、机制,以稳定的制度模

式应对基层治理的难题(田先红,2021)。 自主性视角下的基层政府,不是一个被动

应付的角色,而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它能够在特定制度空间下,通过各种方式充分

扩张自主权力,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
有学者将“基层自主性”概念,引入乡镇人事问题的研究,即乡镇政府通过编外

用工,进行组织扩张,精准招人和自主用人,获得稳定的自主支配人力资源的权力空

间,从而有效地完成其组织任务。 这一概念意味着“乡镇政府的编外用工行为并非

纯粹是压力型体制下的应付之举,乡镇政府在面对复杂的任务时,发展出了一套扩

充控制权和象征资本的自主性策略,使得国家治理链条的最末端也充盈着自主决策

的元素”(颜昌武,2019)。 与此同时,有学者关注到纵向县乡关系间,乡镇形成了“约

束型自主”(叶贵仁和陈燕玲,2021)、“依附性自主” (冯川,2021)等策略。 因此,讨
论基层自主性的扩张时,需要将横向扩张和纵向扩张有效统合起来,建立更加完善

的研究框架。
 

(二)
 

组织能力的两维:
 

稳定性与适应性

组织如何处理复杂、多变的事务,是组织研究的经典议题。 一种思路是聚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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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内部,提升组织本身的稳定性。 科层组织具有等级结构、专业化分工、照章办事

等特征,组织的理性化程度取决于组织规模大小、内部分工精细程度、规则的清晰度

等多种因素。 高度理性的组织能够以一套稳定的模式回应各式各样不规则的事务;
另一条路径着重关注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组织生存状况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组织

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组织对环境的适应至少发生在两个层面:一是组织每个子单位

的结构特性都应当与其自身所处的特定环境相适应;二是组织的分化和整合模式应

当与其所处的整体环境相适应。 组织的成功有赖于组织及内部成员对于外部环境

不断调试以达致相对契合的状态( Lawrence
 

and
 

Lorsch,1967)。 从组织设计的视角

看,组织的稳定性和外部适应性是影响组织能力的两个重要维度。
基层政府处在体制与社会的结合点,这种特殊的结构位置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

响:一方面,作为体制的末梢,各地基层政府在职能职责、机构设置、人事编制等方面

整体相差不大;另一方面,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基层政府

直面基层社会,具体的治理情景差异明显。 基层政府对上需要承接落实上级的各种

行政任务,将国家意志转化为地方具体的实践;对下则要积极回应地方社会的诉求,
处理各种复杂问题。 由于信息不完全,统一制定、刚性的人事编制制度无法有效应

对高度复杂的治理环境,实践中我国形成了人事管理“不完全编制” (陈那波和黄伟

民,2021)的结果。 在此情况下,基层政府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自主性,以保持较

高的治理能力。
基层自主性意味着,基层政府在给定编制的制度性约束的前提下,结合具体的

治理情境,通过各种人事策略提高组织的稳定性或适应性。 首先,就组织稳定性而

言,作为政府组织的末梢,乡镇虽然有部门职能设置和专业化分工,不过由于编制数

量相较于庞杂的治理事务明显不足,乡镇实际上很难按照科层化的方式进行治理。
通常情况下,乡镇需要将各个办公室的人员统筹使用以应对随时出现的事务,形成

中心工作制、干部包干制等非正式治理的机制(张丹丹,2020)。 这些组织策略虽然

有一定的作用,却意味着基层治理缺乏稳定性,很容易出现治理事务顾此失彼的问

题。 因此,基层政府通过扩大组织规模,提升组织科层化程度,以丰富的人力资源和

专业化的分工体系应对复杂多样的治理事务,是基层自主性扩张的一种重要表现形

式。 其次,从组织的适应性来看,不同于其他层级政府,乡镇政府直接面对着基层社

会进行治理,频繁发生互动。 一方面,社会本身的不规则性对基层政府的适应性提

出了挑战;另一方面,社会内部又可能蕴含着诸如人情、面子等诸多治理资源。 基层

政府越能充分有效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增强自身的适应性和弹性,越能够提升自身

的治理能力。 在此基础上,可以从提升组织稳定性和组织适应性两个维度出发,分
析基层政府如何实现自主性扩张。

(三)
 

基层自主性扩张的双重逻辑

围绕组织稳定性和组织适应性两个维度,基层人事自主性向横向和纵向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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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扩张,呈现差异化的组织形态和不同的治理逻辑。
横向扩张是指,基层政府依托于市场化用工,提升组织规模和分工水平,以更稳

定的组织结构应对治理压力。 由于编制管理的刚性约束,基层政府通常需要借助市

场化的力量,在正式体制内部衍生出一个“半体制化” “类体制化”的群体,形塑出公

务员、事业编、编外用工的三元人事结构。 横向扩张的逻辑在于:第一,增加基层政

府中的人力资源量,组织内部可以进行常态化的专业化分工,维持稳定的组织结构,
应对不确定性;第二,增加组织内部的层级,将原有的“领导干部—中层干部—普通

干部”三个层级,拓展为“领导干部—中层干部—普通干部—编外用工”四个层级,组
织层级的增加为组织激励提供了新的方式和可能;第三,不同于公务员和事业编,编
外用工遵循市场化原则,乡镇领导对编外人员具有较强的支配性和自主权,乡镇领

导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将编外人员在各个办公室间进行灵活调配,甚至将工作积极

性较差或者能力较弱的编外人员予以更换。
纵向扩张是指,通过群众动员,建立派生型组织,借助其社会资源提升组织的社

会适应性。 基层政府直面复杂多样的社会,规则和习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以
特定组织形态调和二者的矛盾,有助于提升政府的适应性。 基层政府通过群众动员

建立群众组织,并且借助对组织人事、财力的控制,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控制—
依附”的派生型组织关系(史普原和李晨行,2018)。 进一步而言,基层政府借助派生

型组织及其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不改变人事结构现状的情况下,将一些难以解

决的治理事务放在社会内部解决,实现规则和社会习俗的有机融合。 基层政府通过

对积极分子进行群众动员,将乡土社会内生的社会关系转化为基层的治理资源,有
效提升了自身的社会适应性和治理能力。

基于组织稳定性的横向扩张和基于组织适应性的纵向扩张,构成基层政府自主

性扩张的两种主要形态。 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下,处在不同地域和发展阶段的乡镇,
结合其独特的治理情境与需要,选择其差异化的自主性扩张路径,以增强基层政府

治理能力。

三、
 

城乡治理情境差异与自主性扩张路径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分布不均,不同地区的基层治理形态具有显著差异。 具体

区分为城市地区和乡村地区:城市地区主要指东部沿海经济带和大城市及其周边,
这些地区工业发达,城市化水平高,整体人口密度大,流动速率快;乡村地区,主要指

广大中西部地区,工业相对落后,城市化水平偏低,整体人口密度较小,社会关系结

构相对稳定。 前者的社会属性是城市陌生人社会,后者属于熟人社会。 城乡社会属

性的差异决定着基层治理情境的差别。

(一)
 

城乡治理情境的差异

城乡治理情境的差别,主要可以从资源禀赋、矛盾类型、治理目标三个维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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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先红,2021)。
首先,资源禀赋是治理的基础。 治理资源主要涉及经济条件与社会关系两个核

心方面。 在城市地区,经济资源整体丰富,政府财政相对宽松,不少工业乡镇还能够

获得上级的税收分成,拥有较强的财政自主权。 在社会资源方面,城市地区外来人

口众多,流动性高,人与人之间普遍缺乏关联性,社会关系资源相对匮乏;在乡村地

区,经济资源整体匮乏,大部分地区维持着“吃饭财政”的状况,越到基层经济条件越

差,乡镇财政通常由县一级进行统筹,乡镇政府并没有财政自主权。 不过,在社会资

源方面,乡村社会具有深厚的村社传统,人情互动频繁,社会关系资源丰富。
其次,社会矛盾类型决定着基层治理的内容。 城市地区社会发展迅速,利益体

量庞大,矛盾错综复杂。 城市的发展绕不开各方利益分配的问题,地方政府主导的

土地征收、棚户区改造、拆违运动,很容易引发各种社会冲突。 在这些矛盾中,利益

冲突型往往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伴随着大量的上访行为;相比而言,乡村地区整体

资源体量不大,缺乏利益空间,利益冲突较少且强度有限,矛盾类型相对简单,主要

是村民间日常的琐事纠纷。
最后,治理目标是基层治理的方向。 我国基层治理整体的治理目标可以概括为

发展与稳定,但各地的侧重并不相同。 城市地区,工业基础条件好、交通条件优越,
在考核体系中,经济指标考核一般是占比最大的部分,乡镇之间很容易拉开分数差

距。 基层政府通常将大量精力放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方面,集中精力、人力抓经济

发展。 与此同时,基层政府需要维持社会总体稳定,尽可能降低信访数量,防止出现

“一票否决”的事件。 乡村地区,经济基础条件较差,乡镇虽然同样将经济发展放在

重要位置,但是往往缺乏具体可行的抓手,乡镇间的差距较为有限。 大部分乡镇更

侧重于在社会治理方面进行各种治理机制创新,实现维持乡村秩序和谐有序的治理

目标。
上述三个方面,共同组成了基层治理的情境。 这意味着,乡镇政府虽然处在同

样的治理体制之下,但其面对的具体治理情境存在较大差异。 基于此,自主性扩张

路径相应也存在着差别。

(二)
 

基层自主性扩张路径

近年来,笔者团队先后在江苏、浙江、福建、湖南、广西、吉林、湖北等省份进行调

研,发现一个基本趋势:东部城市地区基层政府的规模正在快速扩大,科层化程度提

高;中西部乡村地区基层政府规模变化不大,各式各样治理机制创新却较为普遍。
这表明,在同样的约束性结构下,不同地区的基层政府为了应对差异化的治理情境,
会形成不同的自主性扩张逻辑。

在城市地区,基层政府借助市场化的力量,以编外用工的形式来扩大政府规模。
人员规模的扩大,一方面直接增加了基层的人力资源量,缓解人力不足的困境;另一

方面,强化政府科层化程度,条线之间的分工更加明确。 在充足的人力资源保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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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府得以常规化运作。 基层政府的自主应对能力,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和分工

的专业细致而增强。 在农村地区,基层政府资源在不改变人事结构现状的情况下,
向下进行政治动员,充分利用乡村社会现有的社会关系,关键在于将乡村社会中具

有体制亲和性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充分利用其人员权威和社会关系,强化基层政

府的影响力和适应性。
总体而言,城市地区基层政府自主性呈现出横向扩张的趋势,乡村地区基层政

府自主性则表现为纵向扩张。 这种差别与基层治理的具体情境密切相关,具体如

表 1 所示。

表 1　 城乡差异与自主性扩张路径

城市地区 乡村地区

社会属性 陌生人社会 熟人社会

资源禀赋 经济资源丰富 社会关系发达

主要矛盾类型

治理目标

利益冲突型

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稳定

琐事纠纷型

维持乡村秩序

乡镇应对策略 提升组织规模和分工 强化纵向动员

自主性扩张路径 横向扩张 纵向扩张

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下,处在不同地域的乡镇,面临的治理情境有所差别,其自主

性扩展的方向和路径也有所不同。 基层政府自主性扩张的路径与其治理情境具有

内在的关联性。 城市地区属于陌生社会,经济资源丰富,社会冲突以利益冲突为主,
基层政府既要维持经济高速发展,又要维持社会基本稳定。 东部城市地区基层政府

的核心策略是,利用充足的经济资源,进行政府规模扩张,以一套强大、稳定的组织

体系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乡村地区属于熟人社会,社会关系发达,日常琐事纠纷较

多,基层政府需要维持乡村秩序常态化。 乡村地区基层政府的主要策略是,充分发

挥现有社会关系的优势,进行纵向动员,强化基层政府的适应性和影响力。

四、
 

研究案例

本部分以浙江省 F 镇和湖南省 Q 镇为例,试图展示出城乡地区基层治理情境的

差异,同时揭示出城乡基层的治理情境差异与自主性扩张路径的内在关联。

(一)
 

浙江 F 镇的案例

F 镇位于浙江省东部沿海地区,下辖 3 个社区、26 个行政村,常住人口 5. 8 万。 辖区

有各类企业 383 家,2020 年全年财政总收入 1. 95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 17 亿元,工
业总产值 66. 74 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 36. 71 亿元。 上级对 F 镇的目标责任制考核,
总分为 165 分,其中直接涉及经济、产业的分数就有 85 分。 2021 年 6 月,F 镇重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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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 68 项,其中直接和项目建设、经济发展有关的工作就有 29 项。 其中最重要的项

目建设是千年古城复兴计划,该计划总投资额超过 72 亿元,共 35 个大型项目,涉及

产业项目、硬件设施提升、旅游业态提升、综合保障等。 围绕千年古城复兴计划,乡
镇由人大主席牵头,抽调干部组建工作专班,专门负责项目前期土地征收以及后期

具体问题协调工作。 上级政府对乡镇的主要经济指标、重大项目建设,实行“月排

名、季通报、年中评比、年末考核”的办法,乡镇面临着巨大的考核压力。
在发展过程中,镇域范围内大量项目建设引发了大量的信访矛盾,社会维稳形

势严峻。 仅 2019 年一年,F 镇的信访件数量就达到了 700 余件。 乡镇考核的两个主

要抓手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区委)书记要求,党委书记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用

于招商,但是我现在根本没时间去。 镇里推的几个重点项目,信访很多,上访牵扯了

一半以上的精力。 上面对信访工作的要求又很高,我们的办法是平时按 1:3 的比例

配干部盯着,特殊时间节点 24 小时全天候盯着,还可能需要 1 ∶ 6。 单单一项维稳工

作就牵扯了很多精力,我们的干部压力都很大。 (F 镇党委书记,2021 年 7 月 21 日)
F 镇信访的主要类型是土地房屋征迁,此类信访占信访总量的 80%以上。 其关键原

因在于,在高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传统村庄迅速向城市社区转型,一方面是大量利益

涌入村庄,围绕利益分配形成大量的矛盾;另一方面旧有的社会关系结构被打破,关
系日益碎片化,矛盾难以在内部消解,逐渐从村庄外溢。

面对经济发展与信访维稳两大核心治理目标,以及涵盖 60 项共性考核任务、10
项差异化任务和 17 个负面清单项的复杂任务,乡镇现有人事编制状况却难以有效适

配。 全镇在编在岗的机关干部 103 人,其中乡镇领导干部 18 人。 F 镇有 11 个办公

室,13 个中层正职,24 个中层副职,每个办公室都承担着大量的工作任务,骨干力量

还要被重大工程项目部抽调,这导致各个办公室面临着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2006
年之前,我们办公室有 30 个人,2012 年后只剩下不到 20 个。 现在是 10 个,加上临

聘总共 12 个人。 机构改革后我们的人越来越少,但是工作却越来越多,每个人都在

拼命,却总有干不完的活。 (F 镇农业农村办主任,2021 年 7 月 14 日)F 镇面临的治

理情境具有普遍的意义,在“三定”方案的严格约束下,基层工作数量和编制数量呈

现反向运动,基层的工作越来越多而编制约束越来越严格。
在既有的人事结构显然难以有效应对当前复杂的治理形势时,F 镇决定采取各

种方式解决用工困难,缓解基层的治理压力。
策略 1:通过市场化方式,增加编外用工。 2013 年前,F 镇所在地区并没有将编

外用工纳入统一管理,乡镇在招聘编外人员方面具有较大自主性,乡镇可以根据自

身需求进行招聘,报上级备案即可。 此后,随着编外用工管理规范化程度的进一步

提升,全市推广编外用工年度申报核准制度,将编外用工名额纳入核定控制,用人单

位在核定的控制数范围内有计划地招用编外人员。 在此情况下,F 镇编外管理模式

可以概括为
 

“区级统一控制、乡镇财政供养、办线分别管理”。 各个办公室根据工作

情况,将用工需求上报乡镇领导,经由乡镇领导集中统筹后,上报区编办审批。 经过

正式的流程后,将通过公开招聘的编外人员补充入乡镇干部队伍。 通过这种办法,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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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招聘了 42 名编外人员,这些人员集中分布在村镇建设办、政法综合办、应急管理办

等事务繁杂的办公室。
策略 2:抽调本镇各社区的干部。 随着编外用工的编内化管理,乡镇人事自主性

空间受到进一步约束。 乡镇通过抽调社区干部的方式,化解压力。 2019 年,为破解

农村基层干部队伍“青黄不接”与农村基层公共管理服务需求日益增长之间的矛盾,
全区全面推进农村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建设,通过直聘、选聘、招聘的方式,就近招

录农村社区专职工作者从事村级公共管理服务。 这一改革大幅加强了城市、农村基

层社区的治理力量,F 镇下辖的 3 个社区、26 个村庄,新增招聘人员 120 余人。 在此

情况下,乡镇通过借用的方式,将部分社区工作者,暂时调到乡镇协助工作,以增强

基层政府的人事力量。
乡镇人事策略有两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直接扩大政府规模,增强基层政府的

人事力量。 在乡镇日常工作的人员有时可达 170 ~ 180 人,大大增强了乡镇的治理能

力。 干部数量增加给予了乡镇灵活调配的空间,乡镇倾向于将年轻的公务员放入党

政办、党建办等核心办公室进行培养锻炼,而将大量编外用工放入村镇建设办、政法

综合办等处理复杂社会事务的办公室。 这一做法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年轻的公务员

干部,防止其受到各种意外的影响。 编外人员在处理社会事务具有较大灵活空间

(杨华,2021)。 第二,扩充的编外人员,强化了基层科层体系的完整性。 乡镇处在我

国五级政府组织的最低一级,干部人数较少,科层化程度较低。 F 镇通过加入编外用

工后,形成了领导层、中层干部、普通干部、编外人员四个层级。 每个办公室基本都

保证在 10 人以上,办公室内部本身也能够维持科层化运作。 在 F 镇,大量重点工作

直接被分解到具体的办公室,每个办公室承担大量自身条线上的任务,而较少以中

心工作的模式进行整体性动员。 因此,全镇治理呈现出高度的科层化,在多重治理

任务下,分工明确,忙而不乱。
简言之,面对城市地区快速变化的社会关系和复杂利益的矛盾,乡镇需要平衡

经济发展和信访维稳两大核心任务以及其他各项任务之间的关系。 然而,既有的人

事编制结构显然难以适应复杂的治理情境。 乡镇通过增加人员数量,扩大政府规模

和提升专业分工程度,强化基层政府的稳定性,提升治理能力。

(二)
 

湖南 Q 镇的案例

Q 镇位于湖南省中部,下辖 8 个村(社区),户籍人口 3. 5 万人,本地常住人口为

2. 6 万人,耕地面积 30677 亩。 作为一个“无区位优势、无生态特色、无市领导挂点、
无国有资本下乡、无产业基础”的普通农业型乡镇,在社会转型发展的过程中,Q 镇

乡村社会中出现各种问题,形成了农民生活秩序的危机。 Q 镇农民日常生活的秩序

危机,一方面表现为人情活动异化,村社会风气日益恶化;另一方面表现为毒品、赌
博等违法犯罪活动增多,社会秩序紊乱。 仅以人情为例,Q 镇一次普通的红白事宴

席,通常就需要花费 4 万~5 万元,大多数的丧礼花费往往超过 8 万元。 更重要的是,
除了常规的红白事外,凡是涉及人生重大事件、重大节点的活动都属于办酒庆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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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涌现出寿宴、乔迁宴、三周宴、百周宴、升学宴、参军宴等一系列庞杂的人情往

来类型。 为了不退出社会交往和社会竞争,农民不得不办亏本的人情酒,经常出现

借钱、贷款办人情宴席,雇人撑起仪式场面的情况。 高昂的人情交往成本,一定程度

上造成了本地的消费性贫困,直接影响了农民日常生活。
面对乡村社会的困局,乡镇政府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重点工作进行推进。 Q 镇

机关干部 120 余人,在编在岗 105 人,其中行政编 37 人,全额事业编 38 人,差额事业

编 30 人,各类聘用干部 10 余人。 相比于亟待治理的问题,Q 镇的人力资源相对丰

富,不过,占据主体部分的事业编的干部积极性不足。 一方面由于晋升困难,大量事

业编的干部无法获得政治激励;另一方面,绩效考核差距较小,干部间最大差距不会

超过 3000 元,经济激励较弱。 在此情况下,乡镇严重的“忙闲不均”(杨华,2022),事
业编的干部呈现较为消极的状态,影响了乡镇政府的运作效率。 “乡镇需要的是能

做事的人,很多人装傻不做事,真正能做事的大约占一半。 我们镇有 120 多个人,至
少有 40 个人可以不要。 以农办为例,农办共有 10 多个人,只有 5 个是能做事的,其
他人都是尽力而为,基本指望不上”。 (Q 镇党委书记,2021 年 11 月 29 日)Q 镇的治

理情境具有一般意义,乡镇事业编的干部 45 岁提前“退二线”几乎是一种常态。 在

干部激励不足的背景下,继续扩大政府规模效果有限,还可能导致更多“躺平”的干

部,这成为中西部地区普遍面临的人事困境。
基于财力约束和干部激励不足等问题,基层政府难以实现横向扩张。 在此情况

下,Q 镇通过强力社会动员,构建派生型群众组织,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 Q 镇在政

府的引领下成立了 7 个社会组织,即志愿者协会、文明劝导服务中心、巾帼风采志愿

服务队、惠成平安服务中心、禁毒协会、关心下一代协会、老年协会。 在这些社团的

组织基础上,积极发展社团成员。 例如,文明劝导协会,由镇、村两级组成,设有 1 名

会长,2 名副会长,8 名理事,共拥有 138 名文明劝导员。 文明劝导协会会长,曾荣获

市级社会贤达优秀个人,在小学校长任上退休。 其成员的来源主要是基层社会中的

“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成员中 80%以上为党员。 乡镇发

展社团组织的路径是前期积极宣传、发动,摸排、动员社会威望较高的人;在组织的

基本制度建立后,Q 镇每年拨给每个社团 3 万元经费进行任务包干,通过政府派单的

形式维持组织的常态化运转。 与之相应,7 个社团在不同方面,服务于乡镇社会治理

的需求。
在“基层政府—社团组织—农民”三方主体中,作为中间结构的社团组织,包含

了大量具有较高体制亲和性的积极分子,例如,党员、社会精英、组长、社会贤达等。
这些积极分子在本地社会结构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同时掌握

着大量地方性知识,通晓当地的习惯、风俗与民情。 基层政府将他们吸纳进入社会

治理的过程,一方面强化了基层政府的动员能力,乡镇得以通过这些村社精英深入

乡村社会,进行广泛宣传、动员;另一方面,强化了乡镇政府的乡村适应性,本地积极

分子的参与让乡镇的治理目标和治理策略更容易被群众理解、接受。 在社团组织宣

传、劝导、服务的过程中,与群众存在大量人情互动,人情与治理相互交融。 借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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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组织人员权威和社会关系网络,基层政府社会治理的过程得以实现柔性化,社会

治理重新转化为乡土社会内部的事务。
简言之,基层政府通过建立派生型组织,强化纵向动员的有效性在于,乡村社会

本身潜藏着大量治理资源,这些资源附着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上,乡镇如果将重要

的关系点打通,就能比较有效地介入到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当中。 在此意义上,乡村

社会是“准组织化”的,这种组织结构深植于长久的村社传统,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互

动中日趋强化。 基层政府通过纵向政治动员,与村庄社会的“准组织化”结构建立联

系,使之服务于治理目标。
 

五、
 

结论与讨论

基层治理面临着一线治理的特殊情境,其治理内容、治理规则和治理资源因一

线场景的限定而呈现出紧迫性、权变性和动员性等特点(杜鹏,2020)。 基层政府处

在体制与社会的结合点,直接面对着复杂变化的社会状况,需要及时、有效地对各种

不规则的诉求进行回应。 这意味着,基层政府需要能够针对具体的治理事务,根据

自身资源禀赋和约束条件、治理目标,创新不同的治理机制,以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

现有的体制资源,实现体制资源与治理事务的有效匹配。
当前,人事刚性约束增强与治理责任加重同时出现,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基层治

理的困境。 不过,在基层治理的实践中,不同区域的基层政府都在尝试通过不同的

方式扩展其自主性,来应对其治理情境中面临的特殊问题。 在经济资源充足、社会

关系资源稀缺的东部城市地区,基层政府扩大政府规模和提高科层化程度,以专业

化的组织形态应对快速变迁、利益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而在社会关系资源丰富、经
济资源匮乏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基层政府将乡村精英组织起来,依托其背后的身份

权威、关系网络,进行群众动员和社会治理,强化组织适应性。 因此,无论是基于组

织稳定性的横向扩张,还是基于适应性提升的纵向扩张,实际上是基层政府因地制

宜优化体制、创新机制的结果,是基层政府对自身组织结构和规模、对外部组织关系

进行调试的过程。
从更普遍的意义而言,治理体制本身的稳定性、统一性、有限性与基层社会的流

动性、多样性、需求无限性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 创新治理机制的重要意义在于

因地制宜,基于自身特性与实际需要,整合重组资源,将体制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基层自主性是治理有效的基础,也是基层活力的重要源泉。 在基层治理日益规

范化的背景下,应当适度保留基层政府灵活调整机制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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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s
 

and
 

the
 

Logic
 

of
 

Expansion
 

of
 

Grassroots
 

Autonomy
CHEN

 

Wei

(Fa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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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As
 

the
 

point
 

of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ystem
 

and
 

society,
 

township
 

grassroots
 

governments
 

face
 

structural
 

pressures
 

from
 

rigid
 

personnel
 

constraints
 

and
 

the
 

expansion
 

of
 

governance
 

responsibiliti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basic
 

patterns
 

in
 

the
 

expansion
 

of
 

grassroots
 

autonomy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stability
 

and
 

adaptability:
 

horizontal
 

expansion
 

relies
 

on
 

market-based
 

employment
 

to
 

enhance
 

the
 

organizational
 

scale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so
 

as
 

to
 

cope
 

with
 

the
 

pressures
 

of
 

governance
 

with
 

a
 

stabl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vertical
 

expansion
 

establishes
 

derivative
 

organizations
 

through
 

mass
 

mobilization
 

and
 

enhances
 

the
 

social
 

adaptability
 

of
 

the
 

organizations
 

with
 

the
 

help
 

of
 

their
 

social
 

resources.
 

Under
 

the
 

differing
 

governance
 

situations
 

i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differences
 

in
 

resource
 

endowments,
 

types
 

of
 

affairs,
 

and
 

governance
 

goals
 

affect
 

the
 

path
 

of
 

expansion
 

of
 

grassroots
 

autonomy:
 

in
 

urban
 

areas
 

where
 

economic
 

resources
 

are
 

abundant,
 

conflicts
 

of
 

interest
 

are
 

dominant,
 

and
 

the
 

focus
 

is
 

on
 

high-speed
 

economic
 

development,
 

horizontal
 

expansion
 

helps
 

to
 

shape
 

stable
 

sectional
 

organizations
 

to
 

cope
 

with
 

the
 

complex
 

social
 

affairs;
 

in
 

rural
 

areas,
 

where
 

social
 

relations
 

are
 

rich
 

in
 

resources,
 

minor
 

disputes
 

are
 

frequent,
 

and
 

the
 

goal
 

is
 

to
 

maintain
 

order,
 

vertical
 

expansion
 

helps
 

to
 

shape
 

stable
 

sectional
 

organizations
 

to
 

deal
 

with
 

the
 

complex
 

social
 

affairs.
 

At
 

the
 

rural
 

grassroots
 

levels,
 

vertical
 

expansion
 

helps
 

to
 

improve
 

organizational
 

adaptability
 

and
 

strengthen
 

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expansions
 

of
 

autonomy
 

are
 

the
 

outcome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optimizing
 

their
 

institutions
 

and
 

innovating
 

their
 

mechanism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Because
 

grassroots
 

autonomy
 

is
 

the
 

key
 

to
 

effective
 

governanc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should
 

be
 

allowed
 

space
 

to
 

flexibly
 

adjust
 

their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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